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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专业”到“通业”：
当前文明探源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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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结合了社会科学通则与历史学个案的研究，是一个学科交叉的

领域。就总体情况而言，这项探索的关注重点已由 “何时”转向 “为何”，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

早期文明、早期国家所处的所谓原史时期虽有古文字记载可供研究，但并不能满足人们了解社

会变迁诸多方面的要求，因此需要依赖考古学田野工作和理论方法的不断改善提高对物质现象

的解读能力。本文在回顾这项研究的沿革后，拟对文明探源的理论和方法做一简介，并对目前

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略予述评，以期我们的这项战略性课题能够在更高水平上与国际

学界研究成果比肩。

一、历史回顾

国家和文明起源问题，最初是哲学家探讨的对象。柏拉图认为，国家形成是因为人类没有

它就无法满足自己的需要，它的体制是上帝赋予的。① 亚里斯多德认为，人类是一种政治和社会

动物。② 卢克莱修揣测了社会的进化，从最早的动物般生活，发展到家庭、氏族和国家的形成。

国家由契约而形成，社会的进化得益于技术的变迁。③ 但是这些哲学思想并没有成为一种持续探

究的领域，也没有对事实和想法之间的关系加以进一步论证。只要合乎逻辑和没有矛盾，或不

违反常理，各种论点就被认为是正当的。在中世纪，由于 《旧约全书》详述了西方文明的起源，

因而关于人类和文 明 起 源 的 独 立 研 究 便 成 为 多 余，甚 至 成 为 对 神 学 的 亵 渎。根 据 犹 太 教 年 历，

创世以来只有５０００年的时间，这使得古老的史前史及人类和社会的进化思想没有立锥之地。④

１８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出现的文化进化观，为人类与文明探源带来新的视野。在考古学领域，

进化思想促使斯堪的纳维亚的考古学家从技术发展角度构建人类史前史，最终导致汤姆森 （Ｃ．

Ｔｈｏｍｓｅｎ）石、铜、铁三期论的诞生，标志着 有 别 于 古 物 学 的 科 学 考 古 学 的 诞 生。在 社 会 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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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现代含义的 “进入开化状态的过程”的 “文明”一词，在１７５２年才出现在杜尔哥 （Ａ－Ｒ－
Ｊ．Ｄｕｒｇｏｔ）的笔下，但是其著作并未发表。１７５６年，维克托·里凯蒂 （Ｖｉｃｔｏｒ　Ｒｉｑｕｅｔｉ）也即米

拉波侯爵 （Ｍａｒｑｕｉｓ　ｏｆ　Ｍｉｒａｂｅａｕ）在 《人口 论》一 书 中 使 用 “文 明”来 形 容 社 会 发 展 的 最 高 层

次，这是该词首次在出版物中出现。① 亚当·弗格森 （Ａ．Ｆｅｒｇｕｓｏｎ）于１７９２年首次采用蒙昧、

野蛮与文明三个递 进 阶 段 论 述 社 会 制 度 的 变 迁，并 讨 论 各 种 不 同 国 家 的 特 点，包 括 民 主 政 体、

贵族政体、专制政体和共和政体的特点和人类理想的政体。② 在中国文献中，“文明”一词最初

见于 《易经·文言》中 “天下文明”，原意是 “有文章而光明”。现在中文用它来翻译西文中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与 “野蛮”相对，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③

１９世纪，社会进化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孔德 （Ａ．Ｃｏｍｔｅ）认为，社会是一种由普遍进步

法则主导的有机体，而社会学是由静态观察 （社会形态）和动态研究 （进化理论）所组成。他

认为人类本性是 进 步 的，人 类 的 智 慧 从 神 学 阶 段，经 过 哲 学 思 辨 阶 段，最 后 发 展 到 实 证 阶 段。

赫伯特·斯宾塞 （Ｈ．Ｓｐｅｎｃｅｒ）建立的体系被认为是实证进化论的经典，１８５０年代，他将 “进

化”（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视为 “进步”（ｐｒｏｇｒｅｓｓ）的同义词。进步的变迁是世界万物的特点，适用于自

然的、生物的和心理社会的领域。他认为社会如同生物有机体，进化如同从简单、同质性的起

点向日趋多元的分化。社会的进步表现为其构成部分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以及这些部分之间联

系数量的增加。他 认 为，供 养 日 益 增 加 的 人 口，会 刺 激 个 人 的 创 新 精 神，并 促 进 经 济 的 发 展。

较为复杂和整合较好的社会较之简单社会会更加繁荣。他认为，社会成功的关键在于个人自由

与产权保护的 结 合，它 使 得 人 们 能 够 享 受 自 己 创 造 的 成 果。④ １８７７年，路 易 斯·摩 尔 根 （Ｌ．

Ｈ．Ｍｏｒｇａｎ）在 《古代社会》中构建了经典的直线文化进化论，从亲缘系统进化的研究延伸到

对技术、社会机构和知识文化更为全面的研究，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蒙昧、野蛮与文明依次

递进的阶段，各个阶段被以不同的创造发明加以区分。他把社会看作是功能整合的系统，并支

持一种直线的文化进化观，认为没有文化可以不通过初级阶段而达到高级阶段。⑤

摩尔根的 《古代社会》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了很大影响，促使他们探索国家形成的原因

以及作为一种压迫机构的真正性质。恩格斯的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摩尔根的三阶

段进化思想做了进一步和更加集中的阐发，认为某些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历了农业与畜

牧业及农业与手工业两次劳动大分工、生产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促进了剩余产品的增加和各阶

级的重新划分，社会剩余产品被用来进行交换与贸易。当这一过程逐渐扩大，社会的需要就从

自给自足经济向日用品生产发展。随着商品生产的形成，产生了农村与城市的对立，不劳而获

的私有财产也就产生，寄生阶级就出现了，这是国家起源的经济基础。⑥ 马克思也试图以进化模

式来构建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他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 “大体说来，

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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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个时代。”①

根据摩尔根和马恩的这些论述，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于１９２８年提出一种人类社会直线进

化模式：原始社会被分为前氏族、母系氏族、父系氏族三个阶段；后继为三个形态的阶级社会，

分别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最后为两个无阶级社会，分别是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该社会进化模式被称为 “苏联进化论”。② 在苏联和中国，这一社会进化论长期被认为是

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对历史学、考古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阐释产生了重大影响。

１８世纪至２０世纪初，从进化论角度关于文明与国家起源的探索基本上是在哲学、人类学、

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进行的，大体上属于一种规律性或通则性的探究，意在解释文明起源的普

世动因和一般进程，而且带有明显的单线进化论特点。到了２０世纪上半叶，历史特殊论开始在

美国社会人类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弗朗兹·博厄斯 （Ｆ．Ｂｏａｓ）反对进化概念，反对摩尔根的文

化进化论，强调每一种文化都是独特的实体，必须从其本身来获得了解和评估。博厄斯认为社

会文化演变是一种偶然的过程，由传播、传统行事方式出错、以及对既有思想的偶然重组所引

发。③ 当博厄斯学派处于鼎盛阶段时，其研究导向趋于忽视理论概括，强调事实比理论更重要。

当时博厄斯学派中流行一种看法，认为资料收集工作可以脱离理论指导来进行，一旦有了足够

的资料，就可能得出清楚的理论解释。总的来说，博厄斯学派否认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普遍规

律，反对社会进化 学 说。④ 在 历 史 学 领 域 里，１９—２０世 纪 初，兰 克 学 派 主 导 着 国 际 史 学 潮 流。

兰克学派提倡秉笔直书，用材料说话，探究历史和社会发展规律因超越材料被看作是带有个人

偏见的陈述而遭到冷落。

然而，这一时期也是近东与欧洲考古材料大量积累的时期。考古学家通过努力逐渐构建起

这一地区的文化年表，使人们能够从物质文化的发展来思考近东与欧洲史前期的社会变迁及文

明与国家起源 问 题。其 中，最 具 代 表 性 的 人 物 就 是 澳 籍 英 国 考 古 学 家 戈 登·柴 尔 德 （Ｖ．Ｇ．

Ｃｈｉｌｄｅ）。在１９３６年出版的 《人类创造了自身》一书中，柴尔德以一种累进和定向的发展趋势总

结人类社会的进步，提出 “新石器时 代 革 命”和 “城 市 革 命”的 概 念。他 认 为，科 学 知 识 的 积

累使得人类能够更好地控制自然，最后导致复杂和进步社会体制的形成。他用 “城市革命”或

“第二次革命”来指称文明起源，认为这次革命的实现首先需要以粮食为基本形式的资本积累，

并且必须有某种程度的集中，使之有效实现社会目标。这一过程就是财富积累、技术改进、劳

动持续专门化和贸易扩展的历史。⑤ 在１９４２年出版的 《历史发生了什么》一书中，柴尔德采用

经济学方法了解社会变迁，探讨最进步社会集团的谋生之道，从中确认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革命”，每次革命都会以人口的增长为标志。⑥ 除了明确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阐述文化演变，

用蒙昧、野蛮和文明表述社会发展的三个累进阶段，他还将社会、政治和经济机构看作进化的

主动力，并关注它们在引起演变中的作用。但是，柴尔德并没有信奉直线进化论，而是将美索

不达米亚城市国家和埃及神权政体的形成看作由不同社会和政治手段以控制农业剩余产品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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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柴尔德也质疑社会必然持续进步的想法，认为在社会发展的任何层次，特别是早期文明

阶段，牢固的等级制和刻板的宗教信仰会阻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于是，他提出文化进化的两

条路线：一条是进步的路线，以技术持续发展和灵活的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为特点；一条是保

守的路线，以技术停止不前和繁缛的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为特点。① １９５０年，柴尔德撰写了一

篇题为 “城市革命”的专论，探讨早期文明的起源与特征。他指出，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或

蒙昧和野蛮时代，社会没有劳动分工，这种单一和辛勤的劳作方式不需要国家组织来维持。社

会结构建立在涂尔干所谓 “机械”的生存原则之上。随着社会劳动的专门化和剩余产品的积累，

社会结构逐步摆脱血缘关系的凝聚纽带，开始以功能或职业互补而重组，标志着文明进程的开

始。于是，大约在５０００年 前，尼 罗 河、幼 发 拉 底 河、底 格 里 斯 河 和 印 度 河 流 域 出 现 第 一 批 城

市。柴尔德将城市起源看作文明的标志，并定义它的十项判断标准：（１）集中的人口；（２）除

了农民外，城市人口还包括专职工匠、搬运工、商人、官吏和祭司； （３）税收和剩余产品的集

中；（４）出现真正的纪念性公共建筑；（５）出现统治阶级；（６）出现文字系统；（７）精确和预

测性科学如代数、几何、天文学及历法的进一步发展；（８）出现新的艺术风格；（９）远程贸易

十分普遍；（１０）出现脱离血缘关系的、职能互补的社会结构。②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十条标

准为从考古现象来判断文明与国家的起源提供了经典的判断标准。

二战后，博厄斯历史特殊论失势，美国人类学界在探究社会发展规律和构建文化进化论方

面兴趣复炽，以莱斯利·怀特 （Ｌ．Ｗｈｉｔｅ）和朱利安·斯图尔特 （Ｊ．Ｓｔｅｗａｒｄ）为代表的 “新进

化论”开始流行。该流派重视生态、技术和人口等因素对促成社会文化在不同环境中多线演进

的一般性趋势，并将总结社会进化的通则看作人类学的主要目标。

莱斯利·怀特自许为 路 易 斯·摩 尔 根 的 学 术 继 承 人，尽 管 他 承 认 并 非 所 有 文 化 都 会 进 步，

但还是断然摒弃博厄斯派的历史特殊论，提出 “一般进化”概念，试图将进步作为文化的一般

性特征来了解。怀特并不在意自然环境对文化的影响以及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而是专注于解

释文化发展的主线。这条主线是以人类历史相继各阶段最先进的文化为代表，不管这些文化来

自何处，也不管早晚阶段的这些最先进文化之间是否存在历史传承关系。因此，怀特的进化序

列由一系列累进的代表性文化构成，他把社会文化结构复杂化的逐步升格看作进化研究最重要

的途径。③ 怀特还指出，科学不是事实的汇编，而是从普遍性探讨特殊性，使经验成为可以理解

的知识。他将文化看作一种热动力系统，认为人类文明史就是借助文化手段控制自然力的历程，

而技术便是文化系统整体的决定力量。于是，文化发展是由工具的改进，以及所利用的能量的

增长所引起的。史前狩猎采集者和早期农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是比较单一、未分化的原始社

会。农业技术革命 引 发 的 社 会、政 治 和 经 济 变 迁，导 致 原 始 社 会 制 度 瓦 解，部 族 和 氏 族 废 除，

社会分解为各种职业群体，社会分成两大主要阶级。于是，以财产关系为基础的文明社会取代

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原始社会，国家取代部族与氏族，这是一种具有协调功能和维系机能的特殊

社会机构。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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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斯图尔特提倡一种生态学和经验性的社会文化演变研究，认为社会文化演变具有

很大的共性，并相信生态适应在文化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声称，进化人类学的目的应该

是解释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所有或大部分文化共有的那些特点，而不是设法去说明那些由偶然

原因产生的独有的、特别的和非重复发生的特殊事件。他强调研究演变的跨文化规律，提倡将

“进化”和 “历 史”看 作 是 相 互 排 斥 的 概 念，只 认 为 研 究 进 化 现 象 才 能 得 出 科 学 的 通 则。他 认

为，如果人类学要成为一门科学，那它就必须停止像博厄斯派人类学那样解释特定事件，而应

努力去解释跨文化的规律。① １９４９年，斯图尔特重申了人类学的终极目标是寻找文化规律。他

认为，尽管不同文化在许多方面是独特的，但是也无异存在许多共性。探究文化的特殊性为各

种通则性的阐释提供了必要材料。现在是构建一种文化发展通则的时候了，这需要通过文化差

异来看共性，探究文化进程中独立重复发生事件的机制。他强调，收集事实并非一种完美的科

学程序，事实只有与理论相联系时才有意义。他指出，虽然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印度、

秘鲁北部和中美洲的古代文明，在物质文化、农作物、社会等级、神灵表现和祭祀方式上差异

很大，但是通过抽象出来的共性进行比较，可以探究其形成的因果关系和内在规律。他定义了

五个依次递进的发展阶段来对这六个早期文明的发展共性进行总结，探讨其中具有普遍性的特

点，并分析产生这些社会结构的原因。斯图尔特倡导的是一种多线的、生态决定论的文化进化

观，相信在相似的环境背景里，不同社会会变得形态相同，并会遵循相似的发展轨迹。②

起初，学界对怀特和斯图尔特的呼声响应者寥寥。直到６０年代，社会文化演变研究才渐成

气候。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 （Ｍ．Ｓａｈｌｉｎｓ）和 塞 维 斯 （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根 据 同 时 性 民 族 志 材 料

中所见的社会结构的性质差异，用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概念，建立起一个推测性的和高度

一般性的四阶段进化模式，以概括人类社会演进的一种直线和普遍性的发展序列。③ 其中，定义

部落和酋邦形态的性质是根据萨林斯和塞维斯对太平洋地区土著社会的详尽知识，特别是美拉

尼西亚头人社会 （ｂｉｇ－ｍｅｎ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为定义酋邦提供了模型。尽管酋邦概念饱受争议，并不断

得以修正，但是它仍被视为对社会进化的准确表述而广泛接受。美国政治人类学家莫顿·弗里

德 （Ｍ．Ｆｒｉｅｄ）也提出一个相似的、从平等社会向等级、阶层和阶级社会进化的直线序列。④ 弗

里德的模型强调促使社会复杂化发展的政治因素，主要侧重社会如何能从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

新进化论思想因１９６０年代美国新考古学将考古学主旨定为构建社会发展通则的目标而被广泛采

纳，社会复杂化成为考古学对社会进程研究的主要内容。

酋邦概念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引入中国之后，学界出现不同态度。有人尝试用它探讨中国史前

社会演变，分析前国家社会的特点和性质。有人则认为它不适用于中国，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史

前不存在酋邦社会。还有人觉得，虽然酋邦概念可以概括中国前国家的复杂社会，但是用中国

古代名称如 “古国”或 “五帝时代”来描述中国文化的发展更加合适。⑤ 诚如刘莉指出，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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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和帝国等术语缺乏概念上的阐释，没有提供合理的判断国家的标准。因此，问题不在于使

用外来术语还是传统术语，更重要的是与该术语相关的研究方法。① 在方法论上，判断古代的社

会性质或文明发展层次，必须通过类比。人类学和历史学术语的用法还是存在区别，前者强调

一般，而后者注重特殊。首先，酋邦是一个抽象的文化人类学概念，是社会演变一般性趋势中

的一个发展阶段，不能与古今中外某个或某种具体社会对号入座。美国科学哲学家内格尔指出，

科学陈述需要使用高度抽象的概念，这些概念与具体事物所显示的关系或属性并不明显，甚至

相去甚远，但它是探求综合性解释的必然结果。为了说明形形色色事物性质的普遍性，在系统

表述其结构特征时，就必须进行抽象。② 史籍中的古国大体特指某些对象，缺乏人类学术语那种

泛指的特征。第二，酋邦是根据人类学和民族志观察提出的概念，现代土著社会在技术、经济、

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诸方面不同层次的参照蓝图，可以作为与考古材料对比的依据。但是，中

国古代文献中的古国却缺乏可供类比的具体参照物，难以为考古学家判断社会发展层次提供具

体蓝图。所以，酋邦就像 “人类”或 “国 家”的 称 呼 一 样，是 个 泛 指 的 抽 象 概 念，用 来 统 指 部

落与国家之间的各种 社 会 形 态。其 优 点 是 西 方 人 类 学 家 对 它 有 基 于 民 族 志 研 究 的 一 般 性 总 结，

并有明确的科学定义，可以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来对中国考古材料进行比较，便于分辨这种前国

家社会的演变。而中国习用术语如 “古国”、“王国”和 “五帝时代”，无论古籍还是当代学者并

没有给予它们任何科 学 定 义，因 此 难 以 用 它 们 从 考 古 学 中 辨 别 和 分 析 史 前 社 会 的 形 态 和 变 迁。

西学东渐的术语在中国语境中 “水土不服”，也许还与中西学术方法不同有关。除了面对新的西

学术语我们会有自己的好恶和选择外，中国学者传统上习惯用文献考证方法处理和解释考古学

涉及的各种社会与文化问题，而西方的文化人类学方法则是采用一套高度抽象概念，通过逻辑

推理的解释体系，意在揭示错综复杂材料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内在规律。李济说，文化人类学最

有用的方法之一，是把那复杂的文化内容分成若干较小的单位作比较研究。这种较小的单位就

是特征。这些特征、成分及个体的分离或附合的程序，就是文化的演变。③ 虽然在这里李济谈的

是物质文化的研究方法，但是对于社会文化的研究显然也同样适用。

从１９７０年代开始，随着后过程考古学的兴起，新进化论、文化生态学和文化唯物论都受到

批评，这些学说被认为是都强调客观因素，依赖某种形式的决定论，将社会文化变迁的原因当

作社会以外的东西对待，将人类看作由外因塑造的被动物体。于是，文明探源出现了一种从注

重生计、手工业生产、交换、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等唯物主义探索，转向侧重探究宗教信仰和

意识形态等因素在促成文明形成上的作用，弥补了先前对人类能动性和创造性关注的不足。使

得文明探源能够更加细致，更加全面。④ 但是，有些后现代主义者走到另一个极端，强调知识的

主观性，信奉极端相对主义和观念主义。他们拒绝文化进化理论和进步观念，赞美随机和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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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多样性，坚持局部文化的完整性来捍卫自由。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否定权威知识，提倡

多种不同声音，重视弱势群体的阐释。结 果 “真 理”不 再 被 视 为 必 然 的 解 放。他 们 宣 传，跨 文

化规律是毫无意义的学术构建，强调必须从其本身了解每个文化。这鼓励重拾一种对叙述文化

多样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普遍关注。① 面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特里格指出，社会科学的发展史

表明，人文科学远非客观的学科。它们的成果常常被用来支持社会和政治运动。但是从长远看，

这些学科还是能够为人类历史提供客观和详细的认识。如果要做到这点，就必须避开当前极端

相对主义的陷阱。极端相对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危害远远超过实证主义的不足。社会科学家不但

要有怀疑的精神，同时也要有勇气相信自己和他们所作的工作。②

综上所述，欧美的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是社会科学诸多领域共同探索的课题，其发展大致

经过从神话传说、哲学思考到科学实证和重视文化与认知因素的轨迹，表现为各种思潮风云变

幻、不同流派潮起潮落。它们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在借鉴时需要认真梳理，并了解其社会和

学术背景。由于中国有着悠久的史学传统，因此中国的文明探源更擅长从延伸文献记载的历史

从事这项工作。对于中西文明探源的区别和接轨问题，也许可以用李济对王国维的两点评论来

解决。其一，近代中国考古学之所以能够有若干重要成就，主要原因正是有王先生传承下来的

凭藉。其二，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并非不能与现代科学思想融合的体系。③ 张光直对中国古代文

明研究与西方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意义也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中国的案例可以为检验和完善西

方社会科学理论做出贡献，还能从本质上增进我们对西方文明的了解。他认为要做到这点，首

先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学究态度，把西方的社会科学学好。④

二、理论与方法

２０世纪上半叶，国际文明探源研究受人类学的传播论影响很大。在英国民族学中，传播论

取代进化论方法，并被英国人类学家格拉夫顿·埃里奥特·史密斯 （Ｇ．Ｅ．Ｓｍｉｔｈ）和威廉·詹

姆斯·佩利 （Ｗ．Ｊ．Ｐｅｒｒｙ）发挥到极致。他们认为世界上所有早期文明都源于埃及，于是人类

被看成是缺乏创造力的，文明发展只能依靠外来思想的影响和进步人群的入侵。传播论对中国

学界的影响也很大，比如安特生的彩陶文化西来说，以及２０世纪中叶中国学界流行的中原中心

论都是国际传播论思潮影响的结果。

在传播论流行的同时，出现了一些探索文明起源动力的重要理论，柴尔德的自发论和魏特

夫的水源论就是其中影响很大的两个。柴尔德采纳摩尔根和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将技术经

济发展导致的剩余产品增长看作文明起源的动力。随着剩余产品的增长，贸易和私有制就会出

现。于是社会管理、维护私产和地位的努力就会导致财富、地位和权力的形成。由于技术进步

是人类社会的自然趋势，因此，文明和国家起源是自然发生的必然过程。⑤

魏特夫认为，早期文明起源的一些主要地区都存在大规模灌溉农业，他据此提出一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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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早期国家和专制政体形成的原因。他的论点是，水源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使得大规模

的农业灌溉需要集中控制的管理和协调。在缺乏先进技术的情况下，只有投入大量劳力，这就

需要进行协调、赋予纪律和加以领导的有效管理，一旦这种组织机构发展起来，它就会承担起

监督其他活动的职责，制定其他类型的公共计划，建立社区制度和防务。这种多功能机构的首

领就是具有国家水平的专职管理人员。当统治阶层形成，在实施管理的同时他们也会通过操纵

权力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和财富，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团。①

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理论是对现象产生原因假设的一种逻辑推理和因果机理的

阐释或说明。由于理论偏重通则或抽象的规律总结，因此在尊重史实和强调材料客观性的研究

中，理论往往被认为是主观见解而受到漠视。比如，兰克学派 “让史实说话”的客观主义反对

用这样或那样的理论和观点解释历史。博厄斯派人类学也认为历史只能是对事实和现象的经验

观察，不应有任何抽象的推理，因此其研究忽视理论，强调事实比理论更重要。于是，在２０世

纪上半叶的人类学和历史学领域中，对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的研究均缺乏理论关照。中国的情

况也是如此，张光直指出，中国传统史学本来就缺乏对历史理论的讨论。受史学影响，中国考

古学也表现出重材料而轻理论的倾向，在考古活动中根本没有理论的地位。②

考古学理论是随着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欧美新考古学的兴起而蓬勃发展起来的，因为新考古学强

调科学的实证方法和社会规律探究的重要性，于是用理论和通则来解释社会演变的原因成为学

科发展的主要目 标。因 此，对 理 论 的 重 视 是 随 着 学 科 范 式 的 变 革 而 上 升 到 显 著 地 位 的。同 时，

问题导向的研究对方法论的要求也达到新的层次。要回答理论提出的问题，经验和常识已经无

法胜任，而必须用严谨的材料分析来检验。

夏鼐指出，就像世界上大部分早期文明问题一样，中国的文明起源问题也应由考古学研究

来解决。因为这一时期正处于文字萌芽和初创的阶段。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

所以，只好主要以考古学的实物材料为佐证。③ 不仅如此，当下的文明和国家探源研究也不再局

限于何时何地的问题，像２０世纪上半叶那样根据柴尔德提出的城市起源的十条标准判断文明与

早期国家的形成。相反，现在的文明探源研究，不仅要确定文明形成的时间，而且要探究文明

形成的原因和孕育过程。因此，现在的文明探源要用 “社会复杂化研究”表述，就是要了解同

质性的、彼此独立的原始社会如何逐渐发展到异质性的、相互依存的国家社会。显然，这样的

研究不可能单凭材料和文献证据的收集得以完成，原始社会的物质文化和文献记载不会自动告

诉我们答案，我们需要通过现象分析和理论阐释解决这些问题。澳大利亚考古学家蒂姆·马瑞

指出，考古学家如果没有理论就无法解释事物，而几乎没有考古学理论不是抽象的。④ 因此，理

论是帮助我们在静态的考古证据与动态的社会变迁之间做出解释和历史重建的桥梁。

罗思曼 （Ｍ．Ｓ．Ｒｏｔｈｍａｎ）将社会复杂化定义为这样一个社会转变过程，一批生活在各处

遗址、彼此紧密相关的人群中，产生了经济、管理和宗教上质量有别的相互依存。这种相互依

存的核心，就是功能上的分异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和集中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分异是指分工和专门化

程度，而集中是指社会各部分和最高控制中心之间的关联程度。分异和集中程度愈高，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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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化 程 度 也 就 愈 高。① 麦 奎 尔 （Ｒ．Ｈ．ＭｃＧｕｉｒｅ）将 社 会 “复 杂 化”分 解 为 “异 质 性”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和 “不平等”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两个概念，前者是指社会群体之间人口构成或职业

的分化，后者是指一个社会内部获取财富和地位的差异。这两个变量导致社会结构在横向和纵

向的特化，使得社会日趋复杂化。②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由于新进化论的流行，许多唯物主义理论开始被用来解释社会复杂

化的过 程，探 究 从 游 群、部 落 向 酋 邦 和 国 家 的 演 化。其 中 比 较 重 要 的 有 卡 内 罗 （Ｒ．Ｌ．

Ｃａｒｎｅｉｒｏ）和哈斯 （Ｊ．Ｈａｓｓ）的战争或冲突论、拉斯耶 （Ｗ．Ｌ．Ｒａｔｈｊｅ）的贸易论、弗兰纳利

（Ｋ．Ｖ．Ｆｌａｎｎｅｒｙ）和雷德曼 （Ｃ．Ｌ．Ｒｅｄｍａｎ）的系统论等。这些理论的提出和完善，表明人

们的研究从早期比较狭窄的单因论转向多因论的阐释。比如从强调水源、人口、战争、贸易等

某单一原因，转向文明起源多种原因互动的探究。这就意味着文明和国家起源受几个主要变量

的制约，但是这些变量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文明起源中发挥的作用可能各有千秋。③

在新考古学的鼎盛阶段，文明探源研究表现出对制定社会变迁通则的强烈兴趣和对历史学

研究的漠视，学者认为通则性研究是考古学跻身其他规律性总结学科行列的必由之路，其地位

要高于以编年和叙述为己任的历史学。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人们发现将通则和理论研究

与历史学研究隔裂开来是不对的。任何一门历史学科的目的，不仅要注重描述，而且要对特定

事件加以阐释。比如生物学中的达尔文进化论，它虽然能够完美解释生物进化的原因，但是某

个生物的进化轨迹问题还是需要古生物学的经验性研究和证据积累来解决，这是通则性的进化

原理所无法解决的。④ 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国际学界对文化在塑造人类观念和行为上的重要性

予以了越来越大的关注，因此了解文明起源的轨迹，必须了解文化的异质性特点。于是，文明

和早期国家比较研究受到青睐，人们希望更加详细地了解不同文明之间的独特性和共性，了解

这种独特性和共性的原因，以便更好地了解每个早期文明的特点和产生原因。⑤

中国的文明和早期国家探源研究主要由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开展，而在国际学界，人们更

加重视人类学和其他学科在这一领域的参与。关于人类学在重建史前社会的作用，张光直有这

样的建议：“文化人类学 （或称社会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全世界各种不同文化习俗与社会 制

度，具备所有种类的蓝图，这些习俗与制度，在考古遗址里面，只有一点物质痕迹残留。不熟

知文化人类学的考古工作者，很自然地将这些遗物只当作物质文化处理，熟知各种习俗制度蓝

图的考古工作者，便有可能根据残存的部分将全部习俗或制度复原。”⑥ 因此，在文明探源工作

中应该采取历史学 （文献研究）、考古学、社会人类学和其他学科相互结合或交叉的途径。

作为非常珍贵和重要的历史信息的来源，古代文献可以告诉我们具体国家或朝代诞生和更

替的年代、地点、国王的名称以及世系。然而，古代文献也有它的缺陷，即研究者需要对其进

行科学的梳理，而不能以深信不疑的态度简单加以应用。古代文献的显著缺点包括： （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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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文字的出现大多晚于原初国家的诞生，比如甲骨文出现在晚商，而有的文明和国家如印加

帝国甚至没有文字。因此，古代文献的研究并不能直接告诉人们文明与早期国家是如何形成的；
（２）早期文献大多与宗教祭祀活动相关，而并非编年史，如殷商的甲骨文及玛雅的象形文字就

是这样。在解读这些文字过程中，研究者需要通过逻辑推理重建当时的习俗和社会制度、经济

状况和政治关系，根据社会科学理论判断当时社会的结构以及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性质； （３）诚

如李峰所言，几乎所有历史记录都产生较晚，这种晚出的史料已丢失大量重要信息，并会经历

文学上的增饰和修改。即使被看作当时政治和生活实录的第一手证据———金文，也仅仅告诉我

们其拥有者的荣耀和成就，而难免带有作铭者的偏见和主观性。① 陈致也指出，传世文献固然重

要，但是不能一味信赖，因为大部分文献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重新编订和辗转誊录或口耳相传，

有些可能已非初意。所有这些文献资料所保存的历史资料，已与后来的增益混为一体，要从后

来者的编撰和篡改中筛选出某些事实，并非易事。②

因此，文献虽然非常重要，但在文明探 源 工 作 中 应 该 仔 细 分 析，审 慎 使 用，也 不 能 将 文 献

记载作为考古学研究的前提和构建国家历史的蓝图。③ 历史学不宜照搬古代文献对各种社会制度

的描述和称谓，比如古代文献中的古国，是否能等同当代社会科学所定义的国家，要靠具体证

据来判断；更不宜将文献记载与无案可稽的考古发现直接对号入座。我们还应避免采用单线进

化论模式和术语对中国早期国家的社会性质进行简单定性：比如不应仅仅根据随葬品的差异断

言贫富差异和阶级分化，推断剥削和阶级的出现；不应仅仅以人殉作为判断奴隶社会形成的标

志，一味将奴隶社会推前至新石器时代；也不应仅仅以聚落的围墙作为城市出现的证据，推断

的文明起源。古代文献并不告诉我们早期国家的社会性质，后者需要我们根据当时的经济基础、

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来加以判断。因此，与其说文明探源要仰仗文献与地下之材的互补，不如

说它主要是依靠考古学对出土材料的解读解决问题。考古学能够直接研究古代社会遗留下来的

物质遗存和痕迹，但是它最大的缺点是材料和证据往往残缺不全，而且并非像文字那样不言自

明，这就需要考古学家像侦探一样从中提炼信息，参照人类学的理论模式破解历史谜团。这种

重建很像古生物学家利用现代动物的体质特点复原绝灭动物的运动机理和生息，通过观察现生

动物的适应和变异来构建物竞天择的进化理论。

拥有丰富而古老的文献，对于考古学理论方法的发展和创新并非福音。因为考古学理论方

法主要是由史前考古学而非原史或历史考古学所取得的。在欧洲，历史材料最为贫乏的北欧成为

科学考古学诞生的摇篮。因为无文字可供断代，埃及学家皮特里在法尤姆发掘前王朝墓地时发明了

原创和精致的类型学方法。④ 同样，由于北美洲变为殖民地之前根本无文字可考，所以美国考古学

一直致力于理论方法的创新来从物质材料中独立提炼信息。自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 （Ｇ．Ｒ．
Ｗｉｌｌｅｙ）开创聚落考古学的先河以来，聚落形态分析方法被国际学界公认为探究社会复杂化的一种

有效方法，被称为 “社会考古学”⑤ 和 “对考古学文化做出功能性阐释的战略性起点”。⑥ 威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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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被誉为考古学史上最重要的方法论突破，甚至是自汤姆森建立三期论以来最重要的发明。①

聚落考古除了可以从生态学的环境适应的角度了解人类的生存之外，它也能被用来了解史前的

社会和政治结构。在具体分析中，聚落形态可以从个别建筑、社群布局和区域形态三个层次对

史前社会做从微观到宏观的研究。通过个别建筑，可以了解人们对气候环境的适应、建筑技术、

家庭结构、财富和等级差异、手工业专门化、宗教活动乃至世俗品味。社群布局与环境、资源

相关，也与血缘关系、族群差异、阶级分层、贸易或生产专门化、宗教活动和宇宙观念有密切

关系，需要仔细加以分辨。区域形态主要从聚落的区域布局，了解人类生计和经济形态、生产

与贸易、政治结构与统治方式、战争与防御、宗教与宇宙观。如果从这三个方面整合研究史前

社会各个方面的历时变迁，就能为社会复杂化和文明起源提供非常有价值的洞见。②

在聚落形态研究中，考古学家发现聚落的等级规模或层级是判断社会发展或复杂化层次的

有效标志，比如由区域聚落形态出现了三个到四个层级的分化，也即寨子、村落、镇和城的出

现，便可推断国家的形成。但是，这只是一种判断依据。除了聚落层级分化之外，还需要从其

他方面了解管辖体制的复杂化。单凭聚落的层级有时并不能确认国家体制的形成，比如在古典

玛雅和殷墟，只有两个层级的聚落形态：一般村落和政治或祭祀中心。相反地，有的新石器时

代聚落虽然在规模上出现了三到四级的区域形态，但是最大聚落内部居民并没有职业分工的明

显迹象，或者这类聚落在政治上尚未起到管辖其他次级聚落作用，在经济上并未发挥维系各级

聚落交换和再分配的功能，因此它也不能被看作是一个城市。布鲁斯·特里格 （Ｂ．Ｇ．Ｔｒｉｇｇｅｒ）

列举了判断管辖体制或政府机制形成的几种多学科方法，将其结合到聚落形态的分析中，能帮

助我们有效地判断社会制度的发展层次和历时过程。

第一种是人口学方法。根据民族学研究，人口总数是社会结构发展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

村落的人口超过５００人就会分裂，人口超过１０００—１５００人时，这个社会就需要行政机构或头人

实施管辖功能。人口越多，管辖机制就越复杂。一般而言，简单部落人口的上限为５０００—６０００
人。酋邦为１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人。小国在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人。国家在１０００００人以上。当然，依据单

一因素和标准不能确定国家的存在，单凭人口密度的增长也不一定导致城市和国家的形成。还

有，虽然考古研究很难直接观察史前人口，但是现在已经有古人口学方法从房屋结构、村落大

小和墓葬来约略判 断 史 前 人 口 规 模。第 二 种 是 物 质 文 化 分 析 方 法，这 是 考 古 学 较 擅 长 的 工 作。

在复杂社会中，贵族群体会拥有奢侈品、豪宅、墓葬和标志地位身份的物品，从而与平民有别，

标示社会的等级差异。但是，就和其他标准一样，单凭文化特征也无法得出肯定结论，它必须

与其他标准一起为社会复杂化提供更多信息。第三种是社会学方法。特里格认为有些证据肯定

能够推断国家的存在，这些证据包括：（１）强化劳力投入的建筑物，如显示高贵地位和炫耀国

家权力的宫殿、庙宇和墓葬；（２）存在全职的专业人士，如工匠、官吏、士兵和侍从，他们的

存在导致贵族文化的产生；（３）与高等级墓葬相伴的人殉和人牲。但是，这些特征在较简单的

早期国家中可能并不明显。第四种是地理学方法。与政治活动密切相关的建筑，如宫殿、庙宇、

仓储、军营、会议大厅等的分布研究，能够提供社会政治结构的信息，考古学家用点位理论确

定聚落等级和它们的地理分布。在某些情况下，政治统 一 会 导 致 巨 大 的 国 家 项 目 如 灌 溉、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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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防卫系统的营造，如罗马和印加帝国的道路系统、中国的长城和大运河、罗马的界墙和英国

的奥法墙等。第五种是肖像学方法。在许多早期文明如古埃及和古典玛雅中，统治阶层的艺术

会表现为一种高度程式化的 “权力肖像”。这些肖像的主题、尺寸、位置、服饰，与被象征对象

的等级密切相关。这种肖像学研究，能够提供关于社会政治结构以及统治者政治心理的非常有

用的信息。虽然中国早 期 文 明 中 没 有 类 似 古 埃 及 和 古 玛 雅 统 治 者 那 样 的 肖 像 题 材 和 艺 术 表 现，

但是青铜器和玉器也是衡量权力和地位的符号。再如三星堆的青铜人像、良渚玉琮上的人形神

徽等，也能提供类 似 信 息。特 里 格 指 出，在 考 古 分 析 中，仅 凭 单 一 证 据 的 推 测 不 能 得 出 结 论，

国家和文明起源研究需要建立在不同方法合力探究的基础之上。①

近来，国际考古学界文明探源和社会变迁研究流行一种 “世界系统理论”，也即研究一个区

域中周边对核心的依存和互动。该方法借鉴由安德烈·冈德·弗兰克 （Ａ．Ｇ．Ｆｒａｎｋ）１９６６年

提出，② 后由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Ｉ．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于１９７４年完善的世界系统理论。③ 该理论

起初被用来分析１６世纪西印度群岛与欧洲之间的宗主国关系，当时西印度群岛作为欧洲的殖民

地在经济上与后者紧密相联。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世界系统并非指整个世界，而是想象

有不同 “世界系统”的共存，每个系统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比如西印度群岛与欧洲是一个系统

单位，中国与周边国家是另一个系统单位。④ 世界系统理论，是基于当代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

家之间存在的系统依附和结构性联系而建立的一种核心—周边辐射状模式。该理论认为，第三

世界因国际劳动分工、原料开采与出口及依赖第一世界高端产品之故，而被锁定在与第一世界

的剥削性关系之中。第三世界无法遵循西方国家的发展轨迹，因为这些国家已经为满足西方利

益而重组了其政治经济。世界系统理论对考古学家产生巨大吸引力，因为用它能够通过考古学

的直观方式将政治、经济和地理联系起来以分析区域聚落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世界

系统理论在２０世纪８０和９０年代在西方考古学中日趋流行，被广泛用于分析不同程度和规模的

社会变迁：小到美国加州一处河谷内某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互动，大到罗马帝国与北欧、中东

和北非之间的关系。将现代世界的国家关系模式用于解释古代社会，自然会产生许多问题。于是，

考古学家设法对其加以调整，以符合史前社会或早期国家的区域关系。考古学家采取缩小系统，

降低核心的主导作用，让周边扮演更为积极和多样的角色，使两个区域之间的联系类型更加多

样化的措施，使该理论模式更加适用于早期国家的情况。考古学家也围绕世界系统模式对早期

国家研究的优点进行了争论，其中包括核心主导的强度、系统的规模、流向系统不同部分的物

品类型以及周边依存和独立的相对程度。⑤ 总的来说，世界系统确实为考古学家提供了一种比传

播迁移论更能说明问题和解释社会变迁的途径，它的优点是可以帮助我们超越社会的界线思考

史前经济系统的规模，有助于考古学家结合聚落形态和各种器物分布来观察和说明社会内部和

社会之间的动态关系，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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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的进展

美国的聚落考古学方法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由张光直介绍到国内。在１９８４年为陕西省考古所

做的报告中，张光直指出聚落考古是欧美考古学的主流，它可以把考古发现当作人类社会和文

化活动研究的具体框架来操作，报告人还鼓励中国的早期文明研究也要探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为世界做出贡献。① 同年，在为北大考古系师生开设的专题讲座中，张光直详细介绍了聚落考古

的概念、方法、操作与阐释。② 在张光直的启发下，中国文明探源逐渐从关注礼器、墓葬、城址

和宫殿转向聚落形态。

自１９９９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将聚落形态问题作为田野工作的重

点，进行了四年的踏勘、钻探和重点发掘，对遗址的规模、结构、布局以及环境问题有了深入

了解，并由此深入探索二里头遗址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遗址在聚落网络中的地位，及其所在聚

落群的社会结构。③ 与此同时，自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２年，一支由中国、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专家

组成的国际合作团队对二里头所在的伊洛河流域进行了拉网式的聚落形态调查，结合地质考古

调查、植物学研究和陶器分析，以探索区域聚落形态和社会复杂化进程、人口波动、集团冲突、

环境变迁、土地利用、农业生产力水平、手工业专门化、区域间互动和政治的集中等重大课题。

调查面积达２１９平方公里，时段纵跨六个考古学时期，即从公元前６５００—前５０００年的裴李岗时

期一直到约公元前１６００—前２２１年的商周时期。该项调查发现，早在裴李岗时期，中国文明起

源的腹地的聚落形态 已 经 出 现 某 种 程 度 的 等 级 分 化，但 是 这 些 社 会 基 本 处 于 相 对 平 等 的 阶 段，

并延续于整个仰韶时期。到了龙山文化晚期，聚落遗址开始激增，聚落规模明显增大，小米和

水稻作为主要经济 作 物 对 人 口 的 增 长 意 义 重 大。到 了 二 里 头 文 化 时 期，聚 落 出 现 第 一 次 集 中，

形成三级聚落形态，出现灰咀和稍柴两个地区次级中心，其形成动力应该是为二里头提供资源

和手工业制品。到了二里岗文化早期，聚落数量有所下降，但是该文化晚期的人口密度和遗址

数量又有明显上升。之后，这一地区的聚落形态表现出衰落趋势，这可能与当时早期国家为控

制和调动资源而进行的人口外迁有关。这次调查表明，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所体现的社会复

杂化程度可以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早期国家比肩。④

在伊洛河聚落形态调查的基础上，乔雪根据聚落面积来估算各时期人口的变迁，借助地理

信息系统技术重建各时期聚落领地的生产力和土地利用率，进一步探讨人口与社会复杂化之间

的关系。在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过程中，人口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其增长和集中可以反

映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复杂化程度。乔雪借鉴西方人口考古学的方法，利用十平方米以上房屋

数量和面积，以及与人口数量密切相关的陶器数量来估算人口，并根据区域可耕地范围及每个

遗址的领地范围估算领地生产力，然后根据每个人粟的年平均消耗量和粟的单位面积产量，估

算维持聚落人口必须的可耕地面积及土地利用率。研究发现，伊洛河流域自裴李岗时期经仰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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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龙山文化早期，先民都有足够的领地生产力养活聚落的人口，基本不存在人口压力。到了龙

山文化晚期，聚落数量激增，聚落等级形态出现，一些中心遗址出现农业用地严重短缺的情况。

到了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址数量有所减少，除少数中心遗址外，所有聚落基本上能够养活自己

的人口。二里头二期聚落增加，总土地利用率又达到高峰，人口接近土地载能。二里头文化三

期到四期，这一区域保持着三级聚落形态，除两个大型遗址外，其他聚落基本能够保证足够的

领地生产力，但是总人口数量呈下降趋势。研究发现，聚落等级分化与人口增长同步，在伊洛

河流域有两次人口增长高峰，第一次高峰是在仰韶文化中晚期，伴随二级聚落形态的出现。第

二次高峰是在龙山文化晚期并持续到二里头时期，伴随有三级聚落形态的出现。分析发现，即

使在人口最多的时期，总土地利用率平均为４６％。作者认为，伊洛河流域的聚落形态和社会复

杂化的发展并非人口压力所致。因此，二里头文化时期社会复杂化的动力需要到其他方面，比

如对区域资源的获取和控制上去寻找。①

另一项值得称道的研究，是戴向明从聚落形态和陶器生产专门化的发展轨迹来探索社会复

杂化的进程。他的研究案例是晋南的垣曲盆地，这里距离文明腹地的伊洛河流域不到１００公里。

聚落形态调查表明，从裴李岗到仰韶文化早期，垣曲盆地内遗址数量少，规模小，社会结构应

处于部落阶段。到仰韶文化中期，盆地内出现大型聚落中心和三级聚落形态，显示早期复杂社

会的出现，社会结构进入酋邦阶段。从仰韶晚期到庙底沟文化二期，聚落和人口规模有所减少，

但是仍处于酋邦阶段。龙山时期盆地内的社会规模没有扩大，但是聚落等级再次增加，社会系

统控制更加集中，竞争和冲突进一步加剧。到二里头和二里岗文化时期，垣曲盆地先后被整合

到河南偃师地区早期国家的进程中去，南关二里岗时期的考古材料明确显示贵族与平民的差别。

在聚落形态的基础上，戴向明又考察了陶器生产的专门化，以作为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另一佐证。

他借鉴美国考古学家赖斯对手工业专门化发展的判断标准———家庭生产、家庭工业、个体作坊

和核心作坊———分析垣曲盆地聚落系统 内 的 陶 器 生 产。根 据 陶 窑 分 布、陶 器 特 点，作 者 认 为 仰

韶文化早期的陶器生产基本上以家庭手工业为主，制陶基本为一种兼职性活动。到庙底沟文化

二期，陶器生产仍呈 分 散 形 势，个 体 作 坊 为 当 时 主 要 的 生 产 方 式，专 业 化 作 坊 可 能 已 经 出 现，

但其规模较小、强度较低。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垣曲盆地成为二里头晚期的一处次级中心，在

二里岗文化时期成为一处首要的中心聚落。陶器生产从低级的专业化，发展到集中的专业化生

产。南关成为主要生 产 中 心，在 贵 族 的 控 制 下 由 全 职 的 工 匠 在 专 业 作 坊 和 作 坊 群 中 进 行 生 产。

研究证明，陶器生产的专业化过程与区域社会复杂化进程基本同步，聚落形态和手工业专门化

方法在中国的实例研究中，可以检验社会复杂化理论的普遍性，并为了解中原地区文明与早期

国家的起源做出贡献。②

１９９３年，中美洹河流域考古队对以殷墟中心、总面积达８００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调查和地

质钻探，以了解殷墟及外围地区的遗址聚落形态、地貌环境及遗址形成过程。调查发现，仰韶

文化时期聚落较为稀疏且结构匀一，龙山文化时期聚落数量大增，并向西扩展，出现二级聚落

形态。早商时期的下七垣遗址和中商阶段的花园庄遗址成为区域聚落中心。到殷墟时期，花园

庄遗址消失，洹河下游居民点密集，小屯成为一处大型政治中心，但洹河流域仍表现为两级聚

落形态的等级结构。③ 虽然洹河流域显示为二级聚落形态，但是两级聚落之间的规模和复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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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不相称、反差极大，表明殷墟的存在主要依赖于广大区域内的赋税、劳役和进贡。在对美索

不达米亚南部都市化进程的研究中，罗伯特·亚当斯也注意到都城对直接毗邻的聚落发展有直

接抑制作用。① 所以，殷墟作为国家政体的社会结构与聚落等级需要从更大的地理范围来考察。

刘莉从更大范围考察中原地区聚落形态的变迁，发现从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发展时出现

了几个显著变化：（１）遗址数量骤降；（２）聚落规模剧增，表明人口的向心集中；（３）聚落从

三级转变为四级；（４）多个竞争的实体变为单一中心支配多聚落的局面； （５）出现青铜礼器；
（６）多个陶器类型变为二里头的两个类型。因此，二里头文化的扩张和二里头遗址在二、三期

处于支配地位，暗示这一地区早期国家政体的形成。然而考古学证据表明，二里头文化分布范

围内早期国家的形成和传统认为的夏王朝存在于公元前２１００—前１６００年间的观点不合。② 这一

时期包括龙山文化晚期和大部分二里头文化，而龙山和二里头文化早期仍显示为酋邦社会。二

里头文化二期国家结构的出现似乎是一个相对突然的事件，如果夏朝确实存在的话，其初期仍

是一个酋邦，到后期才发展为一个地域国家。③

张光直提出，由于青铜器对于早期国家具有非同一般的政治意义，因此三代都制及其迁徙

可能都与控制战略资源相关。④ 受这一观点启发，刘莉和陈星灿在聚落形态、陶器及其他考古材

料分析的基础上，用 “世界系统理论”讨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政治经济关系。当二里头文化

三期成为人口集中的都市中心时，形成了四级聚落等级。在二里头遗址半径２５公里区域内出现

几处中等规模的聚落，它们是巩义的稍柴、偃师的灰咀和伊川的南寨。作为次级中心，稍柴可

能为二里头提供丰富的自然资源及农产品，并是一处重要交通枢纽。灰咀附近有丰富的石灰岩，

发现有大量石铲等工具和半成品及废料，是一处以石器生产为主的手工业制造中心。南寨位于

接近铜、铅、锡等资源的交通要道。从二里头核心再向外辐射，北面有晋南靠近中条山丰富铜

矿资源的东下冯和南关，它们是制造陶器和青铜器手工业中心。东下冯在盐湖北面３０公里处，

并处于向北和向南的运输通道上，战略地位非常突出。南关似乎处于铜和盐运输的枢纽上，很

可能是为二里头核心开采和提供铜和盐的区域中心。二里头向西辐射达陕西东部，这里发现了

八处二里头文化遗址。其中商州的东龙山遗址靠近丰富的铜、铅和锡矿，是历代开采铜矿和铸

造钱币、铜镜和铜器的要地，不远的蓝田还盛产宝石。更重要的是，东龙山还处于连接黄河与

长江的西部水路上。二 里 头 核 心 向 南 辐 射 抵 达 长 江 流 域 的 湖 北 和 江 西 一 带。盘 龙 城 位 于 长 江、

汉水等江河交汇处，是水路交通要道。考古学家在盘龙城发现了从二里头二期到二里岗晚期的

文化堆积，在其周边还发现十几处二里头文化遗址，似乎表明二里头政体在长江流域获取铜矿

资源的努力。上述这些周边区域的遗址中，二里头文化和先前当地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的物质

文化存在的明显区别，表明存在着从二里头核心地区向外的人口迁徙、文化同化及扩张。由于

这些周边地区的二里头文化遗址都处于战略资源产地和交通要道，因此二里头政体的扩展很可

能是出于政治经济战略的原因。

二里头遗址的社会文化发展到四期让位于早商的二里岗文化，该衰落进程与其东部偃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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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和郑州商城崛起同步，这两处遗址的年代已进入早商阶段。导致偃师商城兴起的可能是军事

因素，而郑州商城则是二里岗时期最大的中心。这一时期晋南的东下冯和南关已成为筑墙聚落，

并继续是陶器和青铜器的生产中心，成为著名的垣曲商城。到二里岗后期，东下冯和垣曲商城

衰落，区域聚落系统瓦解，其原因可能与中条山铜矿资源枯竭有关。二里岗文化向周边区域的

辐射比二里头文化更广，向西抵达陕西中部，向西北辐射至鄂尔多斯和内蒙南部，向东到达山

东西部的济、泗河 流 域 以 及 济 南 的 大 辛 庄，向 南 抵 达 长 江 中 下 游 的 江 西、湖 北、安 徽 与 苏 北。

盘龙城在二里岗晚期扩展到１００公顷，并在遗址中心建立起一座占地７．５公顷的筑墙城池，其筑

城工具、技术与风格 与 偃 师 和 郑 州 商 城 相 同，表 明 它 与 北 方 政 体 存 在 紧 密 的 依 附 关 系。同 时，

陶器起先为本地风格与二里岗风格的混合，但后者日趋主导地位，暗示二里岗晚期中原核心地

区向盘龙城移民的加速。江西赣江是受二里岗文化影响的南部边陲，明显带有中原文化因素的

吴城文化，是一支与本地万年文化有别的二里岗文化变体。吴城遗址大约在其中期迅速变为大

型区域中心，筑起 城 墙，内 有 宫 殿 遗 址、祭 祀 中 心、冶 铜 作 坊、烧 制 印 纹 陶 和 白 陶 的 炉 窑 群，

并在遗址东面２０公里处发现了新干大洋洲遗址，出土４８０余件晚商青铜器。二里岗文化也抵达

长江下游的安徽与江苏，铜陵和连云港附近出土二里岗的青铜器，如斝、爵、觚和甗。这里丰

富的铜矿和森林资源以及便捷的水路运输条件，反映了中原核心对周边区域的直接或间接控制。
“世界系统”可以用来了解中国早期国家的青铜器生产和分布，追踪它们采矿、冶炼、铸造到产

品分配的全过程。因此刘莉和陈星灿认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以核心区获取和控制周边关键资

源为特点。二里头和郑州商城等初级中心社会复杂化程度的迅速增强及其影响力的扩张，表明

在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出现了集中的地域国家，其势力范围并不固定，对周边区域的控制可能

运用了军事征服、移民、殖民、结盟、交换显赫物品和联姻等各种直接和间接手段。他们的研

究也支持了张光直的论断，即为获取权力而生产青铜礼器和武器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主要因素

之一。虽然考古证据仍无法证明二里头就是夏王朝的都城，但是对二里头复杂政治经济系统的

研究证明，该政体已超越酋邦社会的管辖规模。①

在有文献可稽的原史阶段，早期国家研究仍然需要学科交叉的方法。李峰运用考古、金文

和文献与地理学相结合的方法，对西周的兴衰过程进行了详尽的历史重建，为我们提供了耳目

一新的范式和印象深刻的阐述。李峰从西周国家的地理环境入手考察其政治空间的特点，确定

渭河流域是周人的家园，而豫西的洛阳平原是西周东部所在地，连接两地的地形和崎岖交通使

得国家管理非常不便。于是西周地缘政治的一项重大策略就是建立地方封国，以分配土地资源

换取诸侯的支持和实施行政管理，于是众多封国沿一条权力中轴线呈放射状分布，与地表形态

融为一体。西周在短时间里的过度扩张，使它不得不将其有限的人力物力分散到各地，以维持

庞大的地缘政治体系。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封地诸侯日强的离心和周边外族的侵扰，使周

王室不得不兼顾平叛和征伐，以消除内外危机。到西周中期，国家已明显出现混乱和衰落迹象，

并伴随重大社会与文化变迁。西周晚期，国家已积弱难返，内有贵族对抗，外则背腹受敌，需

要面对东西两侧 频 繁 的 外 族 入 侵。前７７１年，西 戎 攻 入 渭 河 谷 地，劫 掠 丰 镐 二 京，杀 死 幽 王，

西周灭亡。《西周的灭亡》中，李峰掌握了西方史学的长处，以事实为 基 础、以 理 论 探 讨 为 途

径，使整体框架和局部有机结合，并与其他学科进行融会贯通。

以上这种历史的重建，不仅是对文献记载的完善，而且是对整个历史场景和事件过程的复

原，既有详尽的细节陈述，也有鞭辟入里的因果阐释。如有文献作为证据，历史重建的过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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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则会更加具体和精确。上述成果也基本印证了张光直的看法，即中国文明起源的动力是政

治和财富的结合。① 这与埃及、玛雅、印度等早期国家起源中环境、人口、灌溉、贸易等因素所

起的主导作用有别。这应该是中国文明探源研究对世界社会科学所做的重要贡献之一。

四、小　　结

从文明与早期国家这项战略性课题的发展来看，中国与西方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从希腊哲

学家对国家起源的思 考 到 现 代 考 古 学 的 全 方 位 实 证 探 究，经 历 了 思 潮 和 范 式 不 断 更 新 的 过 程。

由于欧美缺乏悠久的成文史，考古学家更注重从考古材料中独立地提炼信息，重建社会的复杂

化过程、完善社会变迁通则，考古学也一直与自然科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保持持续与密切的关系，

通过学科交叉吸收和借鉴有用的理论方法，表现出研究成果的不断精进。中国国家起源研究长

期囿于 “二重证据法”对古史的补证价值，对文明探源课题的多学科探究只是近十来年的事情，

但其进展令人鼓舞，并正逐渐融入全球化的文明探源中。在古老文献的帮助下，用现代科学方

法对中国古史的重建可以提供其他国家文明探源所无法企及的、更加具体和更为详细的历史图

像和规律阐释。

学术全球化是当下学界讨论的热点，从本文介绍的成果来看，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的

一些新进展便得益于中外学术的密切交流。在西方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对这项工作起到了

重要推动作用，中国学者从过去被动地了解信息，变为主动地创造信息，这种独立创造的经验

也能修正和完善基于西方经验基础上的社会科学理论。②

中国的文明探源与古史研究应该像张光直所言，从专业向通业转变。如果按照材料性质区

分专业，有人专搞古文字，有人专搞历史，有人专搞美术，有人专搞考古，中国古史研究就会

变得四分五裂。如果搞通业，我们不但要将各种专业融会贯通，还得把中国的研究成果与世界

各地的情况作比较。对于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来说，没有中国学术的训练就难以深入，但缺乏

世界眼光的话也如坐井观天，讲不彻底。③ 因此，打通各学科之间的隔阂，破除与国际学科范式

之间的藩篱，应该是中国文明探源研究努力的方向。

附识：两位匿名审稿专家为本文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此表示衷心感谢。

〔作者陈淳，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责任编辑：晁天义　责任编审：李红岩）

·８８１·

历　史　研　究 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张光直：《论 “中国文明的起源”》，《考古学专题六讲》，第１３３—１５６页。

刘宏：《海外中国研究的三大变化》，《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日，第５版。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前言”，第３页。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ｃａｍ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ｉｄｅ－ｒａｎｇ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ｙｚａｎｔｉｎｅ

Ｅｍｐｉｒｅ，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ｗａ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Ｖａｒａｎｇｉａ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ｇｌｉａ　Ｒｏａｄ：ｔｈｅ　Ｚｉｇｚａｇ　Ｐａ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　 Ｌｉｕ　Ｊｉｎｇｈｕａ　ａｎｄ　Ｃｕｉ　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１２６）

Ｅａｓｔ　Ａｎｇｌｉａ，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ｉｓ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ｕｎｉｔ．Ａｓ　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　ｔｈａｔ　ｗａ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ｔｉｍｅｓ，ｉｔ　ｈａｄ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ｈ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ｆｅｕｄ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Ｂｒｉｔａｉｎ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ｔｏ　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ｎｅ，Ｅａｓｔ
Ａｎｇｌｉａ，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ｉｔｓ　ｏｗ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ｋｅｐｔ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　ｚｉｇｚａｇ　ｐａｔｈ　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ｒｏｔｏ－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ｓｕｉｔｅｄ　ｉｔ．Ｔ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ｎｇｌｉ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ａｉｎｓ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ｔｈｓ　ｆｒｏｍ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Ｍｏ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ｅｓ：———ａｎｄ　ｏｎ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Ａｓｉａｔｉｃ　Ｍｏｄ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Ｚｈｅｎ　Ｘｉｕｙｕ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ｎｌｉ（１４３）

Ｍａｒｘ　ｆｉｒｓｔ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ｐ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ｅｎ　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ｅｓ．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ｅｓ　ｈａｄ　ｔｈｅ　ｄ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ｗａｓ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ｗａｓ　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Ａ　ｄｅｅｐ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ａ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ｈｅｌｐ　ｕｓ　ｇａｉｎ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ａｒｘ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ｅｘｔｒｉｃａｔｅ　ｕ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Ａｓｉａｔｉｃ　Ｍｏｄ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ｏｔｅｓ
Ａ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Ｎａｕ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ｔ　Ｎｅｗｌｙ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Ｇｏｎｇ　Ｙｉｎｇｙａｎ（１５６）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ｒｇ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ｓ　ｉｎ　１９１４
Ｔａｎｇ　Ｓｈｉｃｈｕｎ（１６１）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ｏ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ｈｅｎ　Ｃｈｕｎ（１７２


·２９１·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


